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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战争“两个必然”的穿透性思考

王益华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３１）

摘要：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发展进程，成为中国人民为改变自身

命运而奋起反抗的伟大篇章。穿透性分析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可以得出鸦片战争必然爆发与满清

政府必然失败的“两个必然”结论。其中，应势变革、资本和技术、公司机制、制度差异、文化影响、地理方

位等因素成为引发“两个必然”的主要动力。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反思鸦片战争历史具

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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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导言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发

展进程，成为强迫中国变成西方大国附庸的起

点，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

起反抗的伟大开端［１］。这场由英国发起的非正

义战争，他们以很少力量、很少的伤亡，把中国

近９０万之兵，打得无还手之力，无招架之功，中

国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据研究，“清朝方面死

亡的将牟兵勇约在两万人上下，阵亡的大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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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钦差大臣一名，副都统二名，提督三名，总兵

六名。”［２］为什么一场旨在维护本国正当利益的

禁烟斗争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一个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竟然惨败在一个远涉重

洋、孤军深入、兵源和给养的补充都很困难的英

国侵略者”［３］？这些一直都是国人追问的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４］。中国人民难以接

受鸦片战争带来的苦痛，无论阶级立场、政治观

点、阶层背景如何不同，都对这段历史刻骨铭

心。笔者以学界前人丰硕研究成果为依据，超

越历史悲伤与仇恨，理性汲取历史营养，获得历

史自信，承担历史责任，穿透性分析鸦片战争爆

发的根本原因，得出鸦片战争必然爆发、满清王

朝必然失败的“两个必然”的结论。

　　二、应势变革是“两个必然”的原动力

追根溯源，鸦片战争在此之前的２００年就

已经拉开了序幕。在鸦片战争前２００年，东西

方各自发生了一场革命，即１６４０年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与１６４４年中国改朝换代。英国的资产

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按资产阶级

的标准重构社会模式”［５］。资本主义的核心精

神是对获利的追逐，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人

来说，一个人毕生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背负大

量金钱和财物钻进坟墓。”［６］只要是为了赚钱，

当资本主义不能以和平方式获取利润时，一定

会用暴力手段达到其目的。而中国以清代明的

改朝换代，依然承袭封建旧制：在理念上依然是

天朝政治；在思想上依然是程朱理学作为显学；

在经济上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社会

治理上依然遵循祖宗之法，以不变应万变。“被

法典化了的东西不能有任何改变。被锁闭的东

西不能去打开。可能谁也没有见过比这更僵滞

不变、更封闭的社会。”［７］清代的政治制度“可说

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

私心 出 发，所 以 全 只 有 法 术，更 不 见 制

度”［８］（Ｐ１４４）。这种私心政治“只需要有服服帖帖

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

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８］（Ｐ１６６）。

资产阶级革命符合时代潮流，调整与生产力不

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欧洲

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与思想启蒙运动的洗

礼，彻底打破了教权与君权迷思，破除蒙昧，推

崇理性，建立了欧洲新秩序。并且，各国保持了

较长时间的和平稳定，催生了科技发明，开始科

学革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最先完

成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起到了启蒙作用，使欧

洲进入“革命时代”，“这一波革命浪潮包括美国

革命、法国革命、西班牙革命、德国革命、葡萄牙

革命和意大利革命”［９］。到１９世纪，英国成为

了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在封建制度上的改朝换

代，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反而巩固了封建的
“强制密集型”政权［１０］（Ｐ１０８），建政后以用兵为主

治理内患与边患问题。在１６４４年至１８０４年

间，清政府有四次大规模的用兵，其财政资金大

部分用于军事，据不完全统计，期间的“１６０年

直接军事总费用达５．１亿元”［１０］（Ｐ９２）。然而，英

国重在稳定国际国内环境，资本主义经济得到

快速发展，一跃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清朝

为了稳定，把财力精力更多用在军事上，结果

是，社会不安宁，国库不充盈，经济不活跃。中

国“被卷入资本主义扩张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伴

随而来的还有欧洲列强的军事威胁。不幸的

是，清朝国家对此毫无准备”［１０］（Ｐ１２６）。当时，资

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资

本主义世界纷纷实现了从工场制向工厂制、商

业化城市的转变，而封建生产关系下的中国，尽

管ＧＤＰ总量依然位居全球第一，但止步于小农

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这种生

产方式严重“阻止了中国独立的手工业与手工

业工厂的发展，阻止了商业高利贷资本之转化

为产业资本，也就是阻止了中国社会的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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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１１］（Ｐ１４７）。笔者借用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话：

“就 世 界 大 势 论，那 次 的 战 争 是 不 能 避 免

的。”［１２］同样可以说，鸦片战争爆发与失败之必

然，在开战前２００年就已经注定了。

　　三、资本和技术是“两个必然”的推动力

　　鸦片作为商品带着原罪来到中国，资本是

始作俑者。资本在流动中增殖是经济学的一般

定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极大解放了那个时

代的生产力，产品供需矛盾比较突出，没有商品

交换就没有获利机会。在资本的推动下，“商品

交易冲破了国界的限制，资产阶级为了开辟国

外市场走遍全世界”［１３］（Ｐ１４）。在贸易推动下，

“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

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

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

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的

内部革命因素迅速发展”［１４］。贸易改写了近现

代欧洲历史甚至世界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的

进程，欧洲对华贸易“早在１６世纪，随着西欧资

本主义的揭幕，欧洲的海盗式的殖民者、商人、

冒险家来到了中国”［１５］，但资本初来中国并不

顺利。当时的中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绝大部分物品是自己制造，一

方面，这种经济形式不需要英国的工业品；另一

方面，中国人根本就没有钱来买这些消费品，而

中国的丝绸、土布、茶叶、瓷器、大黄等却是英国

需要的，中国输出的商品价值超过了英国输入

的商品价值，英国每年用白银来弥补，有时还出

现贸易亏损。１８世纪中叶以后，中英贸易差额

每年总在２００万元左右，而这个差额由英国用

白银来支付［１３］（Ｐ３０）。从１７８６年至１８２９年的４３
年间，英国商人曾经先后八次来中国推销棉纺

织产品，但是这种棉纺织产品，销路不佳，多次

亏本［１６］（Ｐ３）。资本家要达到从中国套取白银的

目的，在１８世纪末，他们终于找到一种叫鸦片

的毒品并大量输入中国［１７］（Ｐ５）。为了加大鸦片

的输入力度，“１７８７年，英印政府授予东印度公

司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１７９７年，又给予其制

造鸦片的特权，这样，输入中国的鸦片就越来越

多，中国遭受鸦片的毒害越来越大。”［１８］在得知

中国政府决定禁烟后，英国资本家和鸦片贩子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鸦片贩子查顿、莫克·维

卡等召集曼彻斯特的资本家开会，讨论“怎样挑

起侵华战争的问题”［１６］（Ｐ２８），他们“发出狂热的

战争喧嚣，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完全被这种

喧嚣声所淹没”［１７］（Ｐ２０）。有了英国政府和社会

舆论的支持，鸦片贩子和资本家更加有恃无恐，

“一方面积极策划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在中国东

南 沿 海，继 续 进 行 走 私 鸦 片 的 猖 狂 活

动。”［１９］（Ｐ１３５）在鸦片贸易上，英国资本家、英印政

府、英国政府是利益共同体，中国政府的禁烟行

动相当于切断了三方的财路，在不义之财的诱

惑下，英国政府最终决定“发动一场极端不义的

战争，‘决定对三分之一的人类作战’”［２０］（Ｐ２８７）。

以国家名义按照资本家与鸦片贩子的意图发动

的侵略战争，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正

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说，“民主的

精灵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加剧了而不是缓和了战

争的破坏性。”［２１］尽管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

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本质上是

国家机器听资本指挥。

就技术进步能否成为推动力而言，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屡屡被经济总量

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其实，不是输

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在科技落后上。”［２２］鸦片

战争就是这里所指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

胆敢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发动侵略战

争，就在于他们拥有先进的科技水平，可以说，

自１８世纪后英国科技甚至引领全球。自１７１２
年以来的１００多年里，英国先后发明蒸汽机、带

轮子的蒸汽机车、铁路蒸汽机车以及飞梭纺织

机、珍妮纺织机、水利织布机、分离式冷凝器等，

并且开通铁路，建立丝绸工厂。以纺织业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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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革命为起始，蒸汽动力广泛使用，以机器操作

代替了手工劳动，劳动效率大大提高，综合国力

堪称世界最强，其发明创造大多具有划时代意

义，这也是英国在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的主要原因，毕竟“当时只有英国能够为此类发

明成果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因为蒸汽机只可

能诞生在英国，而绝不可能诞生在法国、德国、

中国”［２３］。１９世纪中叶，“当时英国是唯一完成

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在基本工业部门中，机器

生产已经取代了手工操作，工厂制度也已形成

显著优势。工业产品的产值，已经超过国民生

产总值的一半。”［２０］（Ｐ２２２）在英国科技引领全球

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孕育着资

本主义的萌芽，“主要表现在江西景德镇的陶瓷

业、广东佛山镇的冶铁业、浙江杭州的丝织业、

江苏松江的棉织业等行业中”［１９］（Ｐ９２），可以说，

这已达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但整体

来说，我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和手工业生产，

与英国工厂制、机械化生产力水平相比差距很

大。“鸦片战争前夕，一位操纵动力织机的英国

工人，其产量２０倍于一位进行手工操作的中国

同行，而一台英制蒸汽动力的‘骡’式纺纱机，其

产量相当于２００台东方手纺车。”［２４］

在军事上的差距就更大了，以蒸汽动力为

标志的工业革命为英国海军战舰发展奠定了物

质基础。“英国带头完成从帆船舰队向蒸汽铁

甲舰队的过渡，以蒸汽机和螺旋桨为标志的新

动力系统代替了传统的风帆动力，以爆破弹和

线膛炮为标志的新火炮系统应用于海军舰船，

钢铁替代木材成为新的造船材料。”［２５］海军的

作战能力与远航能力也大大提高，“１８３０年，英

国制成第一艘铁质明轮蒸汽船。蒸汽战船可以

随时起锚，随时迎战，同时它吃水浅、动力足、航

速快、机动性强，可以直线航行，不必根据风向

和水流曲折航行，也可以根据战事快速进

退。”［２６］据研究，“至１８４０年，英国战列舰总吨

位达到２５．７万吨，比当时美国、法国、荷兰、西

班牙、丹麦、瑞典六国战列舰的总吨位数之和，

还要多出８．８万吨。”［２７］而建立政权近２００年的

清朝根本谈不上海军力量，因为“满清立国后，

延续了明代的水师制度，由于长期的禁锢，清朝

水师无论是数量、编制、装备、训练还是实战经

验，几乎完全在原地徘徊，没有什么长进”［２８］，

其主要目的“是打击海盗和缉查出海商人和渔

民的违例行为，反抗外来侵略反而成了次要任

务”［２９］。由于冶炼技术的不同，中英两国的火

炮质量、性能差距较大。清军的铁炮在炮身材

质、铸造工艺、弹药质量、有效射程等方面存在

着技术较落后、工艺不成熟、加工效率低等问

题［３０］。根据刘鸿亮等学者对中英铁炮进行的

研究发现，英军铁炮质量远强于清军，而“铁炮

质量高低与铸造、加工技术直接相关，而铸造、

加工技术又与材质有关”［３１］。铁炮的性能差距

主要表现在：第一，主导型红夷炮炮身庞大，膛

壁较厚，火绳以点放为主。英军主导型加农炮

的炮身小，膛壁薄，显得规整和光滑。打火装置

有火绳和燧石击发器两种。第二，清朝泥模铸

造的铁炮有不按固定比例的造炮现象，而英军

铁炮各部分固定比例吻合度好。第三，清朝红

夷炮的瞄准装置一般前设准星，利用炮身铸的

范线的配合，按三点一线的原理发射炮弹。英

军的加农炮、接近筒形的榴弹炮和卡龙舰炮，已

遗弃传统的准星装置，主要靠炮口或炮腰正上

方立表的方式，按三点一线的原理发射炮

弹［３２］。从火药加工工艺来看更是天壤之别。

英国以蒸汽机带动转鼓式装置，进行药料的粉

碎和混合拌和，用水压式机械将配置的火药放

在碾磨上，压成坚固而均匀的火药粒，当时的英

国真正成为世界海军技术的“领头羊”。清朝在

火器、火药研制上，大抵只能用“阴阳五行化生”

和“君臣佐使”学说，“来解释火药成份搭配和燃

烧过程，对火药缺乏深刻认识，这种朴素神秘的

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无助于火药质量的提高，

中国火器、火药的发展受到根本性的制约”［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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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相距甚远，中国毫无疑问就成了英国

的手下败将，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四、公司机制是“两个必然”的传动力

　　有些学者认为，“公司源于强盗。”［３３］但是，

公司基于技术与资本的完美结合，有着神奇的魔

力，总是“把自私自利与合作互利精巧结合起

来”［３４］（Ｐ２７）。现代社会的这个维系机制，永不停息

地推动财富的快速积累。据统计，“人类９７％的

财富是在近２５０年里创造的，也就是在人类诞生

以来的０．０１％的时间里创造的。”［３４］（Ｐ２９）中国认

识到公司的力量，是鸦片战争惨败５０年后的事

了。１８９０年，薛福成出使欧洲后，认为公司是
“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因

而“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

制御水火亦可也”［３５］。公司机制的重要性在鸦

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中表现得一览无余。

第一，促使马嘎尔尼与阿美士德两个使团

出使中国，并负责全部出使经费。东印度公司

长期垄断东方的贸易，垄断能满足英国剩余产

品的销售，因此英国政府决定直接派出使节与

中国政府商谈贸易问题。东印度公司希望“使

团可能从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都保留给公司的

时候，敦达斯直截了当地予以驳回，在英国政府

的压力下公司勉强同意遣使，并负担使团的全

部费用”［３６］。马嘎尔尼出使没有效果，中英贸

易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件，东印度公司促请

再派使团到北京，阿美士德勋爵受命出使。

第二，贩卖鸦片得不义财。１８３３年，东印

度公司取消垄断权后，纷纷设立洋行，据研究，

当年“英国设立的行号就达６６家，１８３７年则发

展到１５６家”［３７］。较大的洋行分别是怡和洋

行、宝顺洋行、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曼彻斯

特商会、旗昌洋行等，除旗昌洋行是美国公司，

其他均为英国公司。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

济，洋行进行合法贸易却总是亏损，为了弥补亏

损，洋行大规模开展走私。怡和洋行是当时在

中国偷运鸦片最大的公司。在鸦片战争爆发前

夕，他们开设的这个洋行在１８２５年和１８２７年

先后接受另外两个鸦片贩子查顿和孖地信加入

进来［１９］（Ｐ５６）。鸦片贸易是明令禁止的，但由于

巨额利润的诱惑，各大洋行往往采取非法手段

进行鸦片贸易。怡和洋行采取贿赂手段，“使禁

烟法令成为一纸空文。怡和洋行大肆贩卖鸦

片，使鸦片对华输出量大为增加”［３８］。据统计，

１８３４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共有２１　８８５箱，到１８３９
年就达到３５　５００箱［３９］，其中，从１８３６年到１８３９
年间，平均每年进口高达３０　０００箱［３８］，如此庞

大的数量和惊人的利润率表明，非法贩卖鸦片

已经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之一［３９］。

第三，搜集情报为战争做准备。东印度公

司等邀请郭实腊这位集传教士、鸦片走私犯、间

谍、侵略者于一身的“人物”［４０］，深入中国沿海

和内地进行了三次长时间、大范围、多角度的情

报侦察活动。１８３１年第一次航行，他“从暹罗

出发，沿中国航海线一路北上，途经上海，山东

等地，到达天津”［４１］，在天津逗留了一个多月，

通过这次航行，他“证明了打开中国之门的可能

性”［４２］；１８３２年第二次航行，其目的“是考察中

国各地港口开放贸易的可能性”［４３］；１８３３年第

三次航行，其目的“是侦查如何在中国沿海扩大

鸦片走私”［４２］。郭实腊的这些情报资料，成为

英国议会制订对华战争方案的重要依据，他考

察过的天津、上海、宁波、福州、厦门，除天津外

都是战后的通商口岸。他提供的情报，诸如“如

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整个中国的

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４１］，以及“中国的防御是

脆弱的，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

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４０］等，造成了

极具破坏力的影响。

第四，积极策划与推动战争。英国政府、英

印政府、资本集团在鸦片贸易中都大为获利，他

们采用“三角贸易”手法，即以“英国棉毛纺织

品，换取北美殖民地的小麦和印度的棉花；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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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叶与纹银，作为棉毛

纺织品的代价”［４４］。在三角贸易关系中九家核

心资本集团因共同的利益走在一起，形成强大

的推动力量。“以怡和洋行老板查顿为首的英

国对华主要鸦片贸易商人，协助当时英国外相

巴麦尊措置军备、规划战略，把船只以及领航员

和翻译都提供给英国舰队，并以自己继续不断

贩卖鸦片积累的白银作为英国远征和在中国的

开支。”［４５］据历史资料显示，在鸦片资本的策划

下，中国政府与鸦片贩子之间的禁烟冲突，升级

为中英两国政府间的外交冲突。当时的英国领

事义律勾结鸦片贩子使出阴谋毒计，把中国在

自己领土主权范围内禁止毒品这个纯属内政的

问题，用偷天换日的手法变为中国与英美之间

的国际问题了［４６］。中国禁烟消息传到英国，资

产阶级集团就开始了一系列行动，叫嚣要用武

力解决“平权贸易”问题。自１８３９年８月到

１８４０年６月，英国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全体出

动，推动英国政府对中国动武。他们组成九人

小组分头开展游说行动，发动商家和商人对政

府施压，纷纷“致函巴麦尊，要求政府对中国采

取强有力的对策，利用机会，为对华贸易获致安

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４７］。在资本集团的

策划、怂恿、威吓、支持下，英国政府决定对中国

派兵，１８４０年６月，英国侵华军司令懿律、副司

令义律率４０余艘船舰、４　０００多名士兵到达南

中国海面［４８］。１８４０年６月２８日，英国侵略者

远征军在海军上将懿律统率之下宣布封锁珠

江，鸦片战争正式开始［４７］。

第五，主导签订《南京条约》。《南京条约》

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条约，共有十三条，掐头去

尾还有十一条，除第八条和第九条是双方释放

有关人员，以及第十一条的所谓“平权”外，其余

八条全部都是维护资本集团的利益，八条中有

四条是有关赔款内容的。四条合成赔款一条，

八条就变成五条，即五口通商、关税协定与关税

主权丧失、赔款、设立领事、司法独立。这五项

内容是资本集团梦寐以求的，１７９２年东印度公

司与英国政府表明“其目的就是要打开中国的

市场”［４９］。怡和洋行的威廉·渣甸在１８３０年

就“联合在广州的商人上书英国国会，要求用武

力打开中国市场”［３８］。他在１８３３年又提出与

中国的通商条约已经不是一个广东的问题。应

对其开放沿海的所有口岸。为此应在宁波或舟

山附近岛上获得海军基地［４６］。１８３５年６月，格

拉斯哥印度协会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去函希

望直接在“沿海取得几个岛屿，作为进行贸易的

基地”［５０］（Ｐ３７－３８）。１８３７年，在伦敦成立的东印度

和中国协会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交了第一次报

告书，开列了六条有关贸易权力的请求。其中

一条是：在“必要时占领或交涉占有或收买北部

海岸的某一岛屿，在那上面和平维持一个英商

商馆，受英国本国法律统治”［５０］（Ｐ４３）。鸦片贩子

渣甸于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２６日和２７日两次致函巴

麦尊，提出实施“渣甸计划”，该计划“详细记述

了战争计划、战略地图、战争策略、作战所需军

队和战舰补给以及战后英方应提出五口通商、

战后赔款、订立条约等要求，为英国发动鸦片战

争提供了关键的信息”［５１］。同时，“他还力主从

清朝手中取得香港作为贸易据点”［５２］，以至于

当巴麦尊在听到《南京条约》签订后，写信给有

关当事人时说：“关于我国在华的海陆军以及外

交事务，我们之所以能发出详细训令，导致如此

圆满的结果，主要是由于你和查顿先生惠予协

助和供应情报。这势必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史上

划时代的大事情，必会给英国商界带来最重大

的利益。”［５３］

　　五、制度差异是“两个必然”的基础力

　　人类社会一切制度的底层逻辑，都是因为

规范经济利益而派生出来的各种权利关系，既

是建立秩序稳定的宏观性机制，也是保持秩序

稳定的微观性机制。中英两国的制度差异对鸦

片战争这个历史事件影响是相当大的，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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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就是维护财富资源的机制性安排。资本

主义制度以暴力为手段，以贸易为载体，以官商

一体为制度安排；而封建制度则是以剥削为手

段，以土地为载体，以官商勾结为制度安排。同

时，资本主义社会靠暴力获得财富，中国封建社

会靠读书谋取功名进而积累财富。封建制度落

后，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制度取而代之。就贸易

制度而言，市场制度比管制制度要先进与有效，

市场经济中“无形的手”能够发挥作用。英国推

行自由贸易制度，而中国允许“贡舶贸易”，与英

国的“自由贸易”极不协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矛盾与冲突，致使英国的自由贸易者不能忍受

中国的闭关主义，不能忍受中国的行商垄断市

场，更不能忍受中国对通商的种种束缚。英国

想用“和平外交”政策来发展对华贸易的企图彻

底失败了，于是不得不以“炮舰政策”来打破中

国的“万里长城”，这就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

的主要原因［５４］。就国家治理制度而言，西方君

主立宪的制衡式国家治理模式，比满清的君主

专制或君主专政要先进，两种治理模式的优劣

在鸦片战争中体现得比较突出，英国发动鸦片

战争是通过议会讨论决定的，成为了维护国家

利益的所谓“正义战争”。而清朝的君主集权政

体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专制政体，“整个国家都

被看作皇帝个人的私产”［１１］（Ｐ１３），有其独特的建

构机理，以“家国同构”的血缘宗法作为社会秩

序根基，辅之以“三从四德”的忠孝政治文化，导

之以“礼义廉耻”的官僚政治机制，行之以“爱民

如子”的虚假政治理想。对于专制制度在鸦片

战争中的破坏性作用，一些学者进行过无情揭

示，晚清的魏源、夏燮、梁廷相等，对道光帝在鸦

片战争中战和不定、翻云覆雨、左右摇摆进行了

批评。民国的学者武堉干、蒋廷黻、刘彦等，也

为此感到痛心并在著述中提出批评。武堉干在
《鸦片战争史》一书中分析英军“每战必克，连陷

名城，势如破竹”［５５］（Ｐ１２７）的重要原因，一是“数千

年闭关自守的国家，其传统思想深入人心，一般

人不独不谙近代欧洲新式战术，即对于外国一

般风土人情亦茫然，是以事变之来，竟致筹措乏

述”［５５］（Ｐ１２７）；二是封闭国家制度下的“封疆大吏

统兵将帅之懦弱不能”［５５］（Ｐ１２９）；三是专制制度造

就了“汉奸”，“由此以观，汉奸之所由起，又不能

不归 咎 于 英 国 之 鸦 片 密 卖 政 策 所 造 成

也”［５５］（Ｐ１３０－１３１）。新中国学者鲍正鹄、牟安世、茅

海建、萧致治等，对致命的专制制度批评得更彻

底、更深刻、更有时代性。鲍正鹄在《鸦片战争》

一书中指出，“不从国家的利益出发，看不到民

族危机的严重性，自然不会有反抗的意识和决

心，满清政府的腐败性是中国失败的基本原

因。”［１３］（Ｐ１３０）牟安世在《鸦片战争》一书中指出，

“中国失败的决定因素，不能说成是由于中国的

武器落后；中国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乃是极端反

动和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１９］（Ｐ３５６）在《天朝的

崩溃》一书的绪论当中，茅海建开门见山地指

出：就是专制制度的腐败导致了鸦片战争的失

败。萧致治在《鸦片战争史》一书中认为，“就社

会制度而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晚期，比起世

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大大落后，成为束

缚中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和文化科学进步的桎

梏。”［２０］（Ｐ５９２）在封建专制国家治理制度下的清朝

政府，政治更加腐败，官吏更加庸劣，经济更加

衰落，国门更加封闭，武备更加废弛，军队更加

涣散，思想更受钳制，矛盾更加激化，是不可能

抗衡正在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

　　六、文化因素是“两个必然”的影响力

　　西方学者同样认为文化因素是鸦片战争爆

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与笔者所指的文化因素

有天壤之别。一是神本文化与人本文化的矛盾

性。西方在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神本文化下，人

们“向生而死”，这意味着人生是痛苦等待再生

的过程。这种等待的底层逻辑，对人来说是残

酷的、痛苦的、无助的，在漫长等待中始终处在

上帝与魔鬼、天堂与地狱、神性与人性的煎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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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方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人本文化”，

人们“向死而生”，乐观面对死亡的过程，面向死

亡思考的是“我怎样度过有限的一生，怎样把有

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人生追求之中”，不惧怕

死亡，生命便成为一种自我不断修炼的过程。

二是契约文化与亲情文化的矛盾性。西方重契

约，这种契约文化，只重契约的形式，而不考虑

契约的本质，为契约而契约，用武力征服而达成

契约，就成了西方世界通用的“丛林法则”。东

方的亲情文化承认是父母造人，从而与西方认

可的上帝造人不同。人由“父精母血”所造，在

亲情文化下的生存方式就是要遵循“仁义法

则”，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皇帝与大臣总

想用仁义道德去劝说西方的掠夺者。面对血腥

暴力的弱肉强食，他们居然去问强盗“天良安

在”！这样的迂腐行为，绝不可能化解遵从“丛

林法则”带来的血腥暴力。三是海洋文化与陆

地文化的矛盾性。西方文明属于海洋文明，受

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约束，没有适合农业的空

间，贸易和海上运输是其主业。中华文明起源

于黄河流域，被称为“地锁国家”，有大量的土

地，有足够的空间发展农业，尽管也有海洋及海

岸线，但是不重视筹划与开发海洋。海洋文化

有流动性、商业性、逐利性、开放性、开拓性、进

攻性、冒险性等特点，海洋领域的“贸易和抢劫

之间就没有明显的界限”［５６］。而陆地文化有定

居性、农耕性、义利性、内敛性、封闭性等特点，

陆地商人“在儒学传统中，经济活动从来被认为

是经世致用的一部分，即理财和经商必须以不

损害儒家伦理为准绳”［５７］。英国挟海洋文明的

历史成就，出大西洋、过印度洋、到太平洋西岸，

与陆地文明之中国发生巨大的冲突，陆地文化

自然会暂时处于下风。

　　七、地理方位是“两个必然”的自然力

　　人类共处一个地球，东西方交往互动应该

成为常态。从东西方位来看，东方必须向西，西

方必须向东，是亚欧大陆无法改变的宿命与交

往范式。西方人把东方分为远东、中东与近东，

对东方有极大的向往，我们熟知的“十字军东

征”“马可·波罗游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鸦

片战争”等是西方世界近一千年向东“开拓”的

重要事件。东方自古也是向西方拓展，中国人

的生活态度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于天

地之间而心意自得”［５８］。因此，“老子西行”“张

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等就是中国人自

古以来向西求进的真实历史与浪漫行动。东西

方交流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从中国历史来看，

西学东渐的过程就是带来强盛时代的过程。就

西方而言，如果没有东学西渐，西方世界不学习

东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就走不出“中世纪”，也不

会有“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更不会形成五

百年来“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而东方的
“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

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

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５９］。

　　八、结论

穿透分析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与清朝政

府失败的必然性，对当下尤为重要。促成“两个

必然”的因素很多，应势变革、资本和技术、公司

机制、制度差异、文化影响、地理方位等是根本

性的因素。尤其是变革，它总是按照自己的节

奏为人类谱写音符，人类按照变革的节奏改变

自己的轨迹，与变革节奏合拍的会被历史留下，

不合拍的就会被清理出局。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

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

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６０］东西方国家同处

一个地球，不可能“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

至老死不相往来”。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遏制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但今天的中国要在保持民族独立基础

之上，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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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西方。承认和挖掘资本的力量，一是使其

成为创造社会财富与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二

是使其成为降低社会成本，提高资源效率，促进

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三是使其成为知识转换为价值的重要手段。只

有反思鸦片战争这段历史，穿透分析鸦片战争
“两个必然”的形成机理，才能把握引发“芯片战

争”的成因及预测“芯片战争”可能的结局，这对

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拥护“两个确立”，具有非常重要的

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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